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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980年代文化热遗风甚重，高扬中国的地方性，也须更为系统、精细地比对西方叙事理论，导论部
分略有启发，主体部分多处为上佳的文献综述，个人创见不能称多，当然从金文泥字中发挥出叙事空
间，此举颇有新意，但准确与否，还需推敲。以上或许真是外行人的偏见罢⋯⋯
2、脑洞集萃~赋与叙事那章有点意思。要说系统性理论性还是杨义先生的更好。
3、叫《中国叙事学》感觉题目有点儿大，基本上是作者历年研究叙事学的论文合集的感觉，however
，内容都还算精彩，作者的视野，思路也很开阔，主要精读了青铜器叙事那一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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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何谓“中国叙事学”？缘何提出“中国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在哪里？对于这一
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问题，傅修延教授在其巨著《中国叙事学》一书中予以了充分地阐述与有力地
回应——该书先对作为参照对象的西方叙事学进行了一番细致考察，剖析出了西方叙事学的研究理路
与弊病，为我们找准自己的方向作好了学理上和话语上的双重准备；后从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谈起，详
细论述了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合理内核及其史学渊源，并从多角度多方面为我们走中国叙事学道路提供
了诸多可借鉴的精彩范例，极具启示性。不仅如此，该书金句频出，论证精妙，所析之处不由得令人
拍手叫好。特别是导论通过横贯中西叙事学学理，勾勒中西叙述学研究现状，道出西方叙事学研究以
及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之弊病与缺憾，提出中国叙事学创新之途等看法与观点，远见卓识，锐利十分。
全书由五篇十三章珠连而成，均围绕着导论娓娓道来，读此书有如享饕餮盛宴，令人回味无穷。这里
，笔者从回望与“重听”两个维度出发试对该部巨著作简要概述，略尝一二。一、回望与展望“叙事
”与“叙述”已成为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内涵的扩展与泛化无不与全球的学术气候有关。在
这股强劲热潮的作用下，叙事学在中国受到了高度地关注，目前中国的叙事学研究现状可作其中一例
。对此，傅修延教授曾生动地描述道：“翻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报纸杂志与书目辑览，以叙事为标
题或关键词的著述俯拾皆是；高等学校每年成批生产与叙事学有关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其数量近
年来呈节节攀升之势。除了使用频率大幅提高之外，叙事一词所指泛华也已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在一些人笔下它已与‘创作’、‘历史’甚至‘文化’同义”，显然，傅修延教授所描述的中国的
叙事学或叙事研究并不等于中国叙事学，在他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叙事学研究仍未摆脱对西方叙事
学的学习和模仿”。[1]氤氲在全球热潮影响下的学术语境里，中国叙事学何以成学，中国叙事学研究
理路将何去何从则成了建立中国叙事学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穿透这层影响的迷雾，傅修延教授分
别从中西方叙事学学理和中西方理论话语之异同出发，展开了两次历史性的、探究式的回望：其一，
“回眸一瞥”西方叙事学的发展轨迹。考察西方叙事学的研究路径有助于我们找准自己的方向，借他
山之石垫牢中国叙事学立足之基，这是该书对西方叙事学发展轨迹进行快速回望的目的之一。而通过
回望不同时段的叙事学研究路径，对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模式以及理论话语进行梳理总
结，察其弊端可引以为鉴。具体而言，该书首先指出了叙事学的草创时期与成形阶段，均受到了语言
学模式的影响——讨论的出发点、落脚点、所用工具都在语言学范畴上，并以罗兰·巴尔特、热拉尔
·热奈特、托多罗夫、A. J. 格雷马斯等人提出的种种概念与范畴为说明，意在论析“经典叙事学的雄
心之一在于依仗语言学模式总结出一套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语法”[2]这一研究路径。不仅如此，傅
修延教授从语言学内部对自身的反思，以及社会学、人文学科的学科属性等角度出发，继续深挖出作
用于西方叙事学乃至语言学背后的“物理学钦羡”——“语言学尽管头戴‘领先科学’的桂冠，但它
毕竟还属于社会科学，包括它在内的所有‘软科学’都有一种向‘硬科学’看起的欲望，据此看来，
经典叙事学之所以注重移植语言学模式，其动力实际上来自这种隐藏至深的‘物理学钦羡’！把话说
得更明白一些，经典叙事学表面上是以语言学为师，其实是在语言学引导下努力趋近‘精深细密’这
一自然学科的目标”。[3]其中，传递视觉接受意义的叙事学学术语最为明显地体现了叙事学家对“精
深细密”的钦羡与追求，我们可以从诸多叙事学家精心打造出的学术术语中看出——该书中分别列举
了亨利·詹姆斯的墙上“窗户”（形容对小说中展开的视觉图景），热奈特独创的“focalization”（
聚焦），西摩·查特曼的“摄影眼”（camera eye）、“滤光器”（filter），玛丽-劳拉·瑞恩的“窗
口叙事”理论、曼弗雷德·雅安的“聚焦之窗”（windows of focalization）等理论来说明“物理学钦羡
”所波及之处。而如今，“精深细密”的工具式辐射作用仍在持续：“随着叙事学的发展与进步，那
种大张旗鼓地移植语言学模式的做法如今已经不再时髦，然而‘严格聚焦’‘环绕聚焦’‘弱聚焦’
与‘零聚焦’之类的表达方式告诉我们，当代叙事学家对‘精深细密’目标的追求还是那样起而不舍
，‘物理学钦羡’在一些人心头依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给21世纪的生活带来了
许多方便和乐趣，但也使我们陷于‘人为物役’的境地而不能自拔”。[4]面对时下“人为物役”无法
自拔的境况，傅修延教授强调在“学会用媒介思维”之时，需要守住“人≠机器”这条底线，否则“
我们将有可能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淖，把人类充满灵气的精神驰骋等同于刻板僵硬的机械运动”。[5]可
想而知，经典叙事学一味倡导的语言学模式，会为其研究带来了极大地弊端，但也为经典叙事学向后
经典叙事学转型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傅修延教授形象地将这一转型比作一个“钟摆式的过程”，即这
种转型不是由前者直接变为后者，而是如钟摆一样，先“反弹”后“回归”，此后，“叙事学又由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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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复归热闹，呈现出海纳百川的新气象”。[6]然而，钟摆的“反弹”与“回归”是需要一定的助推力
的。换言之，叙事学的复兴是有其契机与标志性特征的，其一为“认知论转向”，另一为“跨学科趋
势”。针对这两个标志性特征，《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已展开了详细阐述。具体而言，该书肯定了认
知叙事学的研究模式，因为“认知叙事学重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体验及其认知框架，注意引导读
者分析观察自己对叙事的感知，使用的术语相比较而言更为简单和‘自然’。而从叙事学本身的发展
逻辑看，这一转向表明叙事语法研究开始让位于叙事语义研究，两者在汉语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
区别却不可以道理计：前者在叙事活动涉及的各个层面中观察诸多可能的变化，辨识其中重复出现的
特征，致力于分门别类、整理秩序和总结规则，以证明貌似随机无序的叙事实际上还是可以认识的各
种可能性之中做出取舍；后者主要解决叙事的指代问题，即叙事使用的诸多符号如何产生意义，故事
是怎样讲述出来的，讲述时发送的信息真实性如何，虚构人物与虚构世界如何在讲述时生成，它们与
人们体验到的真实人物和世界有何区别与联系，等等”。[7]也就是说，叙事语法研究转向叙事语义研
究乃当今叙事学研究的一项要务。对于这一点，傅修延教授在平日授课时也曾反复强调叙事语义研究
的重要性，带领大家细读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合著的经典之作《文学理论》（尤其是该书第十六章
韦勒克教人理解、读懂“叙述性小说”的部分），并一再强调“其良苦用心值得后世治文论者借鉴与
深思”。而我们从《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对中国叙事资源的阐释也可见出其作者对叙事语义研究的重
视。除了肯定叙事语义研究，该书还对跨学科趋势的表现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梳理与归纳。例如，
该书提到所谓跨学科趋势应从韦勒克和沃伦所言的“跨文类现象”去理解，它不仅表现为大家都来讲
故事，还反映为将其他学科对象（涉及器乐、患者自述、雕塑、行为艺术、法律等方面）与叙事相类
比，而通过类比研究，我们会发现“叙事不是文学的专利，有的研究是甚至致力于证明最精彩的叙事
可能不在文学领域，最懂得讲故事的奥姆或许不是理论家和批评家”。[8]就跨学科趋势带来的影响，
该书切中肯綮地指出：一方面，该趋势会“引发观念变革与范式创新，甚至造成其他领域对叙事学乃
至文学理论的‘反哺’”，从听觉感知角度研究展开的叙事研究便是一例；另一方面，该趋势还会“
对现行的学科分类构成富有意义的挑战”，因为“与‘跨文类现象’这一的表述相比，‘一体无分’
之说更能揭示叙事的本质，而所谓的‘跨’只是就想象中设置的藩篱而言，没有现行的学科鸿沟就无
所谓‘跨’！”[9]尽管跨学科趋势带来的“反哺”与挑战可以为叙事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但后经典
叙事学对“精深细密”持续不减的热度则很有可能会阻碍其发展，这也便有了该书的第二次回望。其
二，回望中国文学传统的内在发展逻辑以及自身叙事学传统。要穿透西方叙事学影响迷雾，让目光重
回自身传统，并非撇开西方叙事学学理，割裂中西之会通，而是为了更好地融贯中西。正如傅修延教
授在书中声明到的：“我们这里并不是主张中国的叙事研究一定得是中国叙事学。恰恰相反，本人一
贯认为，叙事学不应是独属于西方的学问，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成果应当为全人类共享
，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参加到对其发扬光大的行列中来，申丹、赵毅衡等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已获得国际叙事学界的高度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西方叙事学家创立叙事学的根基及其有限的研究
范围（即其叙事规律无法做到“置之四海而皆准”），故而，中国学者在探寻普遍的叙事规律时，应
“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
的精神一脉相承，有利于西方诞生的叙事学接上东方‘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
学’意味的学科”。[10]当然，将目光投向中国自身的资源，建立中国叙事学并不意味着要与西方叙
事学分庭抗礼，甚至呈“东风压倒西风”态势，而是要通过充分吸取“他者”经验不断开拓中国叙述
学道路，这是《中国叙事学》一书所反复强调的一种中西融会的学术态度。然而，提出建立中国叙事
学，对自身传统和本土资源进行回望并不是无缘由的。笔者认为该书至少从三个方面予以了有力说明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叙事学的出现是符合中国文学内在发展逻辑的；从当下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学
者们的研究成果证明这条道路是切实可行的；从中外学术交流影响的情况来看，中外叙事传统之间的
交流碰撞是存在的，不论是被影响的是哪一方，它们之间的交流都是建立在“同”的基础上，或者说
外因终究是要通过内因才能发生影响作用的。正因如此，傅修延教授于书中再度建议：扛起中国叙事
学旗帜，当务之急是“将中西比较放在‘长时段’内”，带着“去蔽”的眼光，“从叙事角度梳理我
们自身的文学传统”， 发现中国叙事学自身的史学渊源，以“充分认识到叙事标准不能定于一尊”这
一道理。[11]纵观该书中的这两次回望，它们是同时进行着的，是知往鉴今、不落窠臼的。无疑，回
看西方叙事学研究是为了吸取西方经验垫牢中国叙事学的基础，回望自身传统是为了找准中国叙事学
的研究路径，而在两次回望之后，傅修延教授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当前中国叙事学研究可探寻的创新途
径，共有五个方面：一为调查范围的扩大，即除了进行中国小说研究或者说语言文字叙述研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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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开辟对非语言文字媒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别能显示中国叙事谱系的对象上
，其书第四章研究青铜器上的“前叙事”、第五章对瓷的叙事及文化分析等均属于这类研究范围。二
为考察时段的提前，即将考察范围追溯到叙事长河的起源阶段，以便探讨叙事初始形态对后世叙事的
影响作用，其书第一章对“元叙事”的论析——通过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转化深挖鸿蒙初辟之
时与太阳运行有关的故事讲述，及其对后世叙事的影响，这是将叙事学考察对象前推的一个范例。三
为研究范式的转换，即广泛征求叙事学相关领域的工具与材料，强调研究范式的不拘一格，其书第六
章对四大古典小说的研究——将四大小说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故事），以“契约”为切入口展开分析
，第七章对四大民间传说的研究——从“互文性”或“间性”连接四大传说，以女性“趋同”的愿望
（叙事动力）为契机进行论述。四为既有观念的“裂变”，即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从本质上改造既有
的一些叙事观念，以适用于分析中国叙事谱系的对象。其书第九章分析外貌描写的叙事语义时揭示出
的静态描述（蕴藏行动能量），与人们更为关注的叙事的行动功能相映照；第十章由中国文化倚重听
觉的精致性出发，引申出一系列理解意义的新范式（聆察、音景等），与人们习常重视的诉诸于视觉
渠道的术语互为比照。其五为“地方性知识”的介入，即由于“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叙事”，展开中国
叙事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将包括乡土传说在内的传统叙事纳入其中。[12]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和建议字
字珠玑，正中要害。不仅如此，探寻中国叙事学研究创新之途的五个角度还有助于启发西方叙事学研
究。这是因为西方叙事学家本就对中国文化以及叙事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且西方叙事学传统和叙
事资源远远不及中国。仅从2007年以来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连续主办的五次叙事学国际会议
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叙事学家们的研究越走越窄——多半还将焦点汇聚于文学叙事，对同一概念
范畴的“重复性”研究。加之语言上的障碍，西方学者无法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文化，这就限制了他们
的研究视野。今年由云南大学承办的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上，奥沙利文·肖恩（Sean O’Sullivan）
的大会发言《系列叙事的六要素》（Six Elements of Serial Narrative）便可为例。他借布莱恩·麦克黑尔
的术语“段落性”（Segmentivity）用来阐述电视剧中的“节、集、季”等叙事现象，以及对叙事形态
某些固定成分的析出，如“重述”（Iteration）、“多样性”（Multiplicity）、“惯性”（Momentum
）等，[13]与中国明清章回小说所用的叙述章法有异曲同工之效，与叙述动力、伦理取位、叙述空白
等叙述策略相涉及。倘若肖恩对中国章回小说略有耳闻，在中外叙事学研究的碰撞之下必将不同反响
。二、“重听”与倾听两次回望是十分必要的。回望过后，仍须历经一番“重听”与倾听。这不仅涉
及到对研究范式、研究路径进行重新思考，还包括对研究对象予以重读（耳识）与聆听。换言之，《
中国叙事学》一书的成形是两次回望之下“重整”“重听”后的“产儿”。它由五篇十三章组成，五
篇分别为初始篇、器物篇、经典篇、视听篇、乡土篇，其中十三章涉及内容有元叙事与太阳神话、《
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始于先秦的中国叙事传统研究、青铜器上的“前叙事”、瓷的叙事与
文化分析、四大古典小说新论、四大民间传说新解、赋与古代叙事的演进、外貌描写的叙事语义、听
觉叙事发微、“聚焦”的焦虑、羽衣仙女传说的本土生成、许逊传说的深度解读。笔者认为，全书无
一不渗透了傅修延教授所一贯坚持学术信仰和研究理路，是其自20世纪9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叙事学，
一直朝斯夕斯、念兹在兹地思考从事这项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之集成，是其治学严谨细密、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勃发之下的结晶。而品读该书，我们会发现它打破了以往落入俗套中的叙事学研究，跃出了
西方话语的“统治区域”，别具一格地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创立了独有的研究范式。书中的每一篇
章都为我们研究中国自身叙事资源、地方性知识树立了典范作用，为今后叙事学研究开辟出了可供研
究的疆土，申发出了一系列可资借鉴、可用于革新的研究范畴。无疑，这些匠心独出的典范篇章以及
自成一家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与作者独见独知的理论思维和其所坚持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创新之途有
极大关系。对于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从如下方面窥其一角：首先，考察方式之别具炉锤。与西方
叙事学惯常的“共时性”研究所不同的是，傅修延教授更强调历时性研究，即重视历史意识，从历史
的长河中看叙事的发生发展。这一方面与中国叙事学自身的史学渊源有关，“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
的文明连续体，中国叙事的薪尽火传从来未曾停止过”[14]；另一方面与他本人强烈地历史使命感、
历史意识有关，这不禁让笔者回想起，往昔课堂上傅修延教授与学子们共读共享维谢洛夫斯基《历史
诗学》中精彩观点，讲到T. S.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时着重强调传统的意义与“历史意识”—
—“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有了
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了”[15]时的场景。而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这些又表现为
：他在论证中国叙事学的可行性时有从历史角度进行考量，回望中国自身传统、思索研究叙事学的各
种可能性时也均是由源头展开的；他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做法，把中国叙事

Page 7



《中国叙事学》

学的考察范围由“短时代”放大到“中时段”甚至是“长时段”，等等。当然，傅修延教授也并未轻
视共时性研究，他采用谱系式的研究方法，建议中国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别能显示中国叙事谱系的
对象；他在论中国自身的叙事传统和叙事模式时，和国外叙事传统和模式予以了比照，同时对它们之
间交流影响的情况展开了分析，这些都可作为从共时性层面予以考究的例子。也就是说，对中国叙事
学进行考察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全书采用了历史诗学的研究方法，又包含文化考古的视野。既有共
时层面，又有历时层面，而且还是多线并进的，即以历时性为主要，以共时性为穿插的纵横贯通式的
研究。其次，调查范围之旁征东渐。历时性考察中国叙事传统，将中西比较放在“长时段”内，实际
上就将中国叙事学的调查范围扩展了开来。扩展调查的方向与规模一方面与两次回望所应吸取的经验
，及建立中国叙事学的必经之路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傅修延教授自身的学术研究之路有关——由修习
英语专业、世界文学专业、文艺学（比较文学）专业到中文古代文学专业，“向西方学习又回到东方
”[16]。在具备了中外文化视野以及扎实深厚的学理功底之后，他将目光汇聚于中国的叙事传统之上
，从源头追溯中国叙事传统及其与后世的互涉情况。此外，傅修延教授对家乡的眷恋、对大自然的一
贯热爱，使得他倾注于对叙事文本的感受和体验，格外重视于乡土传说在内的传统叙事。傅修延教授
曾回忆到他生命中的每个起点都被涛声召回江边，而最令他惬意的事就是“坐在俯视万家灯火的江边
山头（那原是信江书院所在地），聆听万古如斯的信江涛声。那涛声的节律应是我在吮吸天地精华时
所熟悉的，或者说那节律原本就是生成我心律的泰初之音，我在那山头上感到别处所没有的泰然、松
弛与自在，犹如回到了生命中最初的‘黑甜乡’”（《涛声依旧信江流》）[17]。由此，笔者觉得，
对声音的敏感并将听觉叙事纳入叙事学领域，将地域文化、地方性知识包括在调查的范围之中都来源
于他“心律泰初之音”的呼喊，这也是是钱钟书先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尘”
、陆九渊“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的使命所在。再次，研究范式、观念之
拔新领异。在采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方面，由于意义系统的变动不居的——“没有哪种途径是进入
其中的‘主要入口’，更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入口”[18]，傅修延教授特别强调研究范式的不拘一格。
它包括对既定范式、观念进行转换、裂变以及革新。具体来说，表现在：通过“对读”和“深描”发
现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挖掘背后的文化差异转换研究范式。书中将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视为一个有
机整体，将民间四大传说视为互涉文本（“互文”），从“意义之网”上择其与瓷有密切关系的五点
展开讨论均为践行“对读”和“深描”研究范式的生动说明。通过对叙事既有观念（叙事的本质“叙
述事件”、卷入叙事的行动等）的重新思考，挖掘人们所忽视甚至并未引起警觉的叙事观念。书中对
“含事”器物的考察、由“演事”的口传叙事引发的思考、揭示促发卷入叙事行动能量的静态叙事功
能、注意到中国的听觉叙事传统等发现均呈现出观念之裂变趋向。“地方性知识”的介入更是加剧了
这一裂变活动，落脚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本土出发探索出受一方水土滋养的叙事观念和研究范式。
书中对源于家乡的两则乡土传说——羽衣仙女传说和许逊传说进行的考察便是一例。而有了“地方性
知识”的介入，研究范式和观念则更显新意——既脱离西方的理论话语，研究的范畴不是系统抽象论
，而是具体切合实际的，这也为走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诚然，以上三点都
是共同起作用，相互影响着的，它们一齐展现出傅修延教授张弛有度、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如果说
，上述三点可以被视为对中国叙事学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次“重听”，那么，全书十三章则表现为
上述方法论指导意义下，对经典文本与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听”，亦即对那些特别能显示中国叙事谱
系的对象文本的一次“重听”，便于为大家今后的研究起示范性地作用。此外，笔者认为，诉诸于听
觉渠道的叙事研究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在傅修延教授所念兹在兹的
叙事学事业当中，仿若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的。故而，笔者将从“倾听”这一行为出发，就与听觉叙
事相关内容试谈一二。将“听觉叙事”纳入叙事学研究范式之中，是基于两次回望的结果。一方面，
相对于西方而言，我们的叙事传统中更为重视从听觉渠道体悟经典，由听觉感知角度展开叙事研究是
符合我国叙事学研究与理论革新的；另一方面，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高度依赖视觉渠道，导致了视觉文
化的过度膨胀，严重挤压了其他感觉方式，从“听觉叙事”这一概念进入叙事学领域更符合当下叙事
学研究现状。因此，叙事的“听觉转向”可被视为展开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叙
事学》一书中，傅修延教授就曾对听觉叙事的精蕴及产生原委进行了探索。他先从听觉叙事的研究意
义和独特魅力讲起，为我们提供了听觉叙事的两个研究工具——“聆察”与“音景”，揭示了听觉叙
事的表现形态——声音时间的摹写与想象，表明了听觉叙事研究的重要任务——“重听”经典。其中
，傅修延教授强调，“重听”并不是简单的侧耳倾听，而是要根据其生成语境来考量的，这是因为不
同时代的人们对声音的敏感和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即听声之“耳”、“听”的对象与方式各异。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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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听取”的行为与结果是否相同，傅修延教授一再强调“重听”经典的主要目的在于感受和体
验，这正如卡迪·基恩所说到的“通过声学的而非语义学的阅读，感知的而非概念的阅读，我们发现
了理解叙事意义的新方式”[19]。其实，“重听”这一举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伴随在傅修延教
授朝斯夕斯的叙事学研究之中。譬如，该书第四章通过研究青铜器上的“前叙事”倾听青铜器上“那
原初意义的簌簌细响”时，从青铜器上的纹/饰，尤其是文字出发，感悟到音乐舞蹈的韵律节奏；从
纹/饰的形成方式编/织，尤其是最具有“织感”的纹样出发（“不断向左右扩展的二方连续和向四周
扩展的四方连续”），联想到《诗经》中那些回环往复的歌咏。而这经由感悟的联想并非是无缘由的
——“青铜礼器和乐舞是周代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者的队形与礼器上铸出‘一唱三叹’般的
纹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周代青铜器制作水平有较大提高，铭文中也可是出现铿锵协律的韵句，‘
美文’和‘美器’的相得益彰，召唤着乐舞与纹饰的相得益彰，这可以看成是扩大了内涵的‘一体无
分’”，即这种联想受音乐、韵句、纹饰图画“一体无分”的影响，其中乐音（韵律感和秩序感）是
贯穿始终的。[20]又如，该书第八章研究赋与古代叙事的演进时，论赋的铺叙方式“极声貌以穷文”
亦体现出了听觉渠道对叙事的形成与传播的作用。我们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看：从赋的成形过程来看
，赋之根是“深扎在通过俗赋反映出来的古老韵诵传统之中的”；从赋的传播方式来看，它是有别于
“歌诗”的吟诵方式（“用当时流通语对官府采集的民歌进行转述”，是无需音乐伴随的口头传播）
，“即使在‘赋’壮大为一种重要的书面文体之后，声音传播仍是它在人际间传递的一个重要渠道，
其听觉审美特性并未完全失去”；从文学表现形态上看，“赋”本质上采用了铺叙的叙事艺术范畴，
一旦发挥到极致，则会“全方位地表现其声貌行迹”等等。[21]而在该书的第九章研究外貌描写的叙
事语义时，同样贯彻了对声音的关注——“仔细揣摩‘音容笑貌’这一表达方式，可以发现古人往往
把‘音’与‘笑’看得比‘容’与‘貌’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传神拟态中必须要有欢声笑语的参与⋯
⋯”[22]。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考察民间四大传说时对孟姜女哭长城这一诉诸于声音的动作“
哭”的关注；由羽衣仙女传说想象某位眼神不好的报告者导致了该传说的缘起，又从当地船运要道利
于故事传播（人际间的口口相传）使得这个传说自动生成，等等。无论是声音在叙事文本中的功用，
还是听觉渠道于叙事的传播与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无一不指向了傅修延教授在声音方面的敏感与对
听觉叙事的重视。总之，笔者所说的“重听”与倾听既包括对中国叙事传统的重新“聆听”，又包括
对具体某一文本（单个文本或多个文本的组合）的再度“聆听”，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重听”与倾听
，也是对经典文本的“重听”与倾听。无疑，由听觉渠道引发的一系列观念变革与范式创新，是极具
振聋发聩的穿透力和行动感召力的。而由“听觉”角度“反哺”叙事学乃至其他学科这一想法的萌发
，与傅修延教授对故土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敬畏有着密切关系。他曾在《赣文化论稿——留住我们的
集体记忆》中这样写道：“故乡之行在我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充电’，我获得抚慰，休整与补充，
我变得目光明亮身轻如燕，精神上整个焕然一新”（《涛声依旧信江流》）[23]；“人类应该稍稍压
抑一些对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与狂妄，在伟大庄严的世界面前，我们要有恰如其分的前辈，
对和人类一样拥有这个世界的其他生灵，我们要有一些起码的尊重。这种卑恭和尊重，能使人更好地
品味生活和体验生命——毕竟我们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感受来和这个世界肌肤相
亲”（《阿猫出走以后》）。[24]正是这种思家归乡之心，和“与世界肌肤相亲”“万物一体”的生
态思想之运作，才使得“每一事物：一棵树，一所房屋、一座山，一声鸟鸣都献出千姿百态，不同凡
响”[25]的胜境，也才孕育出了脚下富于人文关怀的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首发于符号学论坛：何
谓“中国叙事学”？缘何提出“中国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在哪里？对于这一系列具
有开创性意义的问题，傅修延教授在其巨著《中国叙事学》一书中予以了充分地阐述与有力地回应—
—该书先对作为参照对象的西方叙事学进行了一番细致考察，剖析出了西方叙事学的研究理路与弊病
，为我们找准自己的方向作好了学理上和话语上的双重准备；后从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谈起，详细论述
了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合理内核及其史学渊源，并从多角度多方面为我们走中国叙事学道路提供了诸多
可借鉴的精彩范例，极具启示性。不仅如此，该书金句频出，论证精妙，所析之处不由得令人拍手叫
好。特别是导论通过横贯中西叙事学学理，勾勒中西叙述学研究现状，道出西方叙事学研究以及中国
的叙事学研究之弊病与缺憾，提出中国叙事学创新之途等看法与观点，远见卓识，锐利十分。全书由
五篇十三章珠连而成，均围绕着导论娓娓道来，读此书有如享饕餮盛宴，令人回味无穷。这里，笔者
从回望与“重听”两个维度出发试对该部巨著作简要概述，略尝一二。一、回望与展望“叙事”与“
叙述”已成为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内涵的扩展与泛化无不与全球的学术气候有关。在这股强
劲热潮的作用下，叙事学在中国受到了高度地关注，目前中国的叙事学研究现状可作其中一例。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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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修延教授曾生动地描述道：“翻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报纸杂志与书目辑览，以叙事为标题或关
键词的著述俯拾皆是；高等学校每年成批生产与叙事学有关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其数量近年来呈
节节攀升之势。除了使用频率大幅提高之外，叙事一词所指泛华也已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在一
些人笔下它已与‘创作’、‘历史’甚至‘文化’同义”，显然，傅修延教授所描述的中国的叙事学
或叙事研究并不等于中国叙事学，在他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叙事学研究仍未摆脱对西方叙事学的学
习和模仿”。[1]氤氲在全球热潮影响下的学术语境里，中国叙事学何以成学，中国叙事学研究理路将
何去何从则成了建立中国叙事学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穿透这层影响的迷雾，傅修延教授分别从中
西方叙事学学理和中西方理论话语之异同出发，展开了两次历史性的、探究式的回望：其一，“回眸
一瞥”西方叙事学的发展轨迹。考察西方叙事学的研究路径有助于我们找准自己的方向，借他山之石
垫牢中国叙事学立足之基，这是该书对西方叙事学发展轨迹进行快速回望的目的之一。而通过回望不
同时段的叙事学研究路径，对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模式以及理论话语进行梳理总结，察
其弊端可引以为鉴。具体而言，该书首先指出了叙事学的草创时期与成形阶段，均受到了语言学模式
的影响——讨论的出发点、落脚点、所用工具都在语言学范畴上，并以罗兰·巴尔特、热拉尔·热奈
特、托多罗夫、A. J. 格雷马斯等人提出的种种概念与范畴为说明，意在论析“经典叙事学的雄心之一
在于依仗语言学模式总结出一套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语法”[2]这一研究路径。不仅如此，傅修延教
授从语言学内部对自身的反思，以及社会学、人文学科的学科属性等角度出发，继续深挖出作用于西
方叙事学乃至语言学背后的“物理学钦羡”——“语言学尽管头戴‘领先科学’的桂冠，但它毕竟还
属于社会科学，包括它在内的所有‘软科学’都有一种向‘硬科学’看起的欲望，据此看来，经典叙
事学之所以注重移植语言学模式，其动力实际上来自这种隐藏至深的‘物理学钦羡’！把话说得更明
白一些，经典叙事学表面上是以语言学为师，其实是在语言学引导下努力趋近‘精深细密’这一自然
学科的目标”。[3]其中，传递视觉接受意义的叙事学学术语最为明显地体现了叙事学家对“精深细密
”的钦羡与追求，我们可以从诸多叙事学家精心打造出的学术术语中看出——该书中分别列举了亨利
·詹姆斯的墙上“窗户”（形容对小说中展开的视觉图景），热奈特独创的“focalization”（聚焦）
，西摩·查特曼的“摄影眼”（camera eye）、“滤光器”（filter），玛丽-劳拉·瑞恩的“窗口叙事
”理论、曼弗雷德·雅安的“聚焦之窗”（windows of focalization）等理论来说明“物理学钦羡”所波
及之处。而如今，“精深细密”的工具式辐射作用仍在持续：“随着叙事学的发展与进步，那种大张
旗鼓地移植语言学模式的做法如今已经不再时髦，然而‘严格聚焦’‘环绕聚焦’‘弱聚焦’与‘零
聚焦’之类的表达方式告诉我们，当代叙事学家对‘精深细密’目标的追求还是那样起而不舍，‘物
理学钦羡’在一些人心头依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给21世纪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
便和乐趣，但也使我们陷于‘人为物役’的境地而不能自拔”。[4]面对时下“人为物役”无法自拔的
境况，傅修延教授强调在“学会用媒介思维”之时，需要守住“人≠机器”这条底线，否则“我们将
有可能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淖，把人类充满灵气的精神驰骋等同于刻板僵硬的机械运动”。[5]可想而知
，经典叙事学一味倡导的语言学模式，会为其研究带来了极大地弊端，但也为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
事学转型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傅修延教授形象地将这一转型比作一个“钟摆式的过程”，即这种转型
不是由前者直接变为后者，而是如钟摆一样，先“反弹”后“回归”，此后，“叙事学又由冷寂复归
热闹，呈现出海纳百川的新气象”。[6]然而，钟摆的“反弹”与“回归”是需要一定的助推力的。换
言之，叙事学的复兴是有其契机与标志性特征的，其一为“认知论转向”，另一为“跨学科趋势”。
针对这两个标志性特征，《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已展开了详细阐述。具体而言，该书肯定了认知叙事
学的研究模式，因为“认知叙事学重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体验及其认知框架，注意引导读者分析
观察自己对叙事的感知，使用的术语相比较而言更为简单和‘自然’。而从叙事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
，这一转向表明叙事语法研究开始让位于叙事语义研究，两者在汉语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区别却
不可以道理计：前者在叙事活动涉及的各个层面中观察诸多可能的变化，辨识其中重复出现的特征，
致力于分门别类、整理秩序和总结规则，以证明貌似随机无序的叙事实际上还是可以认识的各种可能
性之中做出取舍；后者主要解决叙事的指代问题，即叙事使用的诸多符号如何产生意义，故事是怎样
讲述出来的，讲述时发送的信息真实性如何，虚构人物与虚构世界如何在讲述时生成，它们与人们体
验到的真实人物和世界有何区别与联系，等等”。[7]也就是说，叙事语法研究转向叙事语义研究乃当
今叙事学研究的一项要务。对于这一点，傅修延教授在平日授课时也曾反复强调叙事语义研究的重要
性，带领大家细读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合著的经典之作《文学理论》（尤其是该书第十六章韦勒克
教人理解、读懂“叙述性小说”的部分），并一再强调“其良苦用心值得后世治文论者借鉴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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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从《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对中国叙事资源的阐释也可见出其作者对叙事语义研究的重视。除
了肯定叙事语义研究，该书还对跨学科趋势的表现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梳理与归纳。例如，该书提
到所谓跨学科趋势应从韦勒克和沃伦所言的“跨文类现象”去理解，它不仅表现为大家都来讲故事，
还反映为将其他学科对象（涉及器乐、患者自述、雕塑、行为艺术、法律等方面）与叙事相类比，而
通过类比研究，我们会发现“叙事不是文学的专利，有的研究是甚至致力于证明最精彩的叙事可能不
在文学领域，最懂得讲故事的奥姆或许不是理论家和批评家”。[8]就跨学科趋势带来的影响，该书切
中肯綮地指出：一方面，该趋势会“引发观念变革与范式创新，甚至造成其他领域对叙事学乃至文学
理论的‘反哺’”，从听觉感知角度研究展开的叙事研究便是一例；另一方面，该趋势还会“对现行
的学科分类构成富有意义的挑战”，因为“与‘跨文类现象’这一的表述相比，‘一体无分’之说更
能揭示叙事的本质，而所谓的‘跨’只是就想象中设置的藩篱而言，没有现行的学科鸿沟就无所谓‘
跨’！”[9]尽管跨学科趋势带来的“反哺”与挑战可以为叙事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但后经典叙事学
对“精深细密”持续不减的热度则很有可能会阻碍其发展，这也便有了该书的第二次回望。其二，回
望中国文学传统的内在发展逻辑以及自身叙事学传统。要穿透西方叙事学影响迷雾，让目光重回自身
传统，并非撇开西方叙事学学理，割裂中西之会通，而是为了更好地融贯中西。正如傅修延教授在书
中声明到的：“我们这里并不是主张中国的叙事研究一定得是中国叙事学。恰恰相反，本人一贯认为
，叙事学不应是独属于西方的学问，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成果应当为全人类共享，中国
学者完全可以参加到对其发扬光大的行列中来，申丹、赵毅衡等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已获得
国际叙事学界的高度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西方叙事学家创立叙事学的根基及其有限的研究范围（
即其叙事规律无法做到“置之四海而皆准”），故而，中国学者在探寻普遍的叙事规律时，应“同时
‘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的精神
一脉相承，有利于西方诞生的叙事学接上东方‘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
味的学科”。[10]当然，将目光投向中国自身的资源，建立中国叙事学并不意味着要与西方叙事学分
庭抗礼，甚至呈“东风压倒西风”态势，而是要通过充分吸取“他者”经验不断开拓中国叙述学道路
，这是《中国叙事学》一书所反复强调的一种中西融会的学术态度。然而，提出建立中国叙事学，对
自身传统和本土资源进行回望并不是无缘由的。笔者认为该书至少从三个方面予以了有力说明：从历
史角度看，中国叙事学的出现是符合中国文学内在发展逻辑的；从当下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学者们的
研究成果证明这条道路是切实可行的；从中外学术交流影响的情况来看，中外叙事传统之间的交流碰
撞是存在的，不论是被影响的是哪一方，它们之间的交流都是建立在“同”的基础上，或者说外因终
究是要通过内因才能发生影响作用的。正因如此，傅修延教授于书中再度建议：扛起中国叙事学旗帜
，当务之急是“将中西比较放在‘长时段’内”，带着“去蔽”的眼光，“从叙事角度梳理我们自身
的文学传统”， 发现中国叙事学自身的史学渊源，以“充分认识到叙事标准不能定于一尊”这一道理
。[11]纵观该书中的这两次回望，它们是同时进行着的，是知往鉴今、不落窠臼的。无疑，回看西方
叙事学研究是为了吸取西方经验垫牢中国叙事学的基础，回望自身传统是为了找准中国叙事学的研究
路径，而在两次回望之后，傅修延教授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当前中国叙事学研究可探寻的创新途径，共
有五个方面：一为调查范围的扩大，即除了进行中国小说研究或者说语言文字叙述研究之外，还应该
开辟对非语言文字媒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别能显示中国叙事谱系的对象上，其书
第四章研究青铜器上的“前叙事”、第五章对瓷的叙事及文化分析等均属于这类研究范围。二为考察
时段的提前，即将考察范围追溯到叙事长河的起源阶段，以便探讨叙事初始形态对后世叙事的影响作
用，其书第一章对“元叙事”的论析——通过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转化深挖鸿蒙初辟之时与太
阳运行有关的故事讲述，及其对后世叙事的影响，这是将叙事学考察对象前推的一个范例。三为研究
范式的转换，即广泛征求叙事学相关领域的工具与材料，强调研究范式的不拘一格，其书第六章对四
大古典小说的研究——将四大小说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故事），以“契约”为切入口展开分析，第七
章对四大民间传说的研究——从“互文性”或“间性”连接四大传说，以女性“趋同”的愿望（叙事
动力）为契机进行论述。四为既有观念的“裂变”，即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从本质上改造既有的一些
叙事观念，以适用于分析中国叙事谱系的对象。其书第九章分析外貌描写的叙事语义时揭示出的静态
描述（蕴藏行动能量），与人们更为关注的叙事的行动功能相映照；第十章由中国文化倚重听觉的精
致性出发，引申出一系列理解意义的新范式（聆察、音景等），与人们习常重视的诉诸于视觉渠道的
术语互为比照。其五为“地方性知识”的介入，即由于“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叙事”，展开中国叙事学
的研究对象需要将包括乡土传说在内的传统叙事纳入其中。[12]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和建议字字珠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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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要害。不仅如此，探寻中国叙事学研究创新之途的五个角度还有助于启发西方叙事学研究。这
是因为西方叙事学家本就对中国文化以及叙事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且西方叙事学传统和叙事资源
远远不及中国。仅从2007年以来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连续主办的五次叙事学国际会议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叙事学家们的研究越走越窄——多半还将焦点汇聚于文学叙事，对同一概念范畴的
“重复性”研究。加之语言上的障碍，西方学者无法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文化，这就限制了他们的研究
视野。今年由云南大学承办的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上，奥沙利文·肖恩（Sean O’Sullivan）的大会
发言《系列叙事的六要素》（Six Elements of Serial Narrative）便可为例。他借布莱恩·麦克黑尔的术语
“段落性”（Segmentivity）用来阐述电视剧中的“节、集、季”等叙事现象，以及对叙事形态某些固
定成分的析出，如“重述”（Iteration）、“多样性”（Multiplicity）、“惯性”（Momentum）等
，[13]与中国明清章回小说所用的叙述章法有异曲同工之效，与叙述动力、伦理取位、叙述空白等叙
述策略相涉及。倘若肖恩对中国章回小说略有耳闻，在中外叙事学研究的碰撞之下必将不同反响。二
、“重听”与倾听两次回望是十分必要的。回望过后，仍须历经一番“重听”与倾听。这不仅涉及到
对研究范式、研究路径进行重新思考，还包括对研究对象予以重读（耳识）与聆听。换言之，《中国
叙事学》一书的成形是两次回望之下“重整”“重听”后的“产儿”。它由五篇十三章组成，五篇分
别为初始篇、器物篇、经典篇、视听篇、乡土篇，其中十三章涉及内容有元叙事与太阳神话、《山海
经》中的“原生态叙事”、始于先秦的中国叙事传统研究、青铜器上的“前叙事”、瓷的叙事与文化
分析、四大古典小说新论、四大民间传说新解、赋与古代叙事的演进、外貌描写的叙事语义、听觉叙
事发微、“聚焦”的焦虑、羽衣仙女传说的本土生成、许逊传说的深度解读。笔者认为，全书无一不
渗透了傅修延教授所一贯坚持学术信仰和研究理路，是其自20世纪9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叙事学，一直
朝斯夕斯、念兹在兹地思考从事这项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之集成，是其治学严谨细密、博观而约取，厚
积而勃发之下的结晶。而品读该书，我们会发现它打破了以往落入俗套中的叙事学研究，跃出了西方
话语的“统治区域”，别具一格地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创立了独有的研究范式。书中的每一篇章都
为我们研究中国自身叙事资源、地方性知识树立了典范作用，为今后叙事学研究开辟出了可供研究的
疆土，申发出了一系列可资借鉴、可用于革新的研究范畴。无疑，这些匠心独出的典范篇章以及自成
一家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与作者独见独知的理论思维和其所坚持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创新之途有极大
关系。对于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从如下方面窥其一角：首先，考察方式之别具炉锤。与西方叙事
学惯常的“共时性”研究所不同的是，傅修延教授更强调历时性研究，即重视历史意识，从历史的长
河中看叙事的发生发展。这一方面与中国叙事学自身的史学渊源有关，“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文
明连续体，中国叙事的薪尽火传从来未曾停止过”[14]；另一方面与他本人强烈地历史使命感、历史
意识有关，这不禁让笔者回想起，往昔课堂上傅修延教授与学子们共读共享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
》中精彩观点，讲到T. S.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时着重强调传统的意义与“历史意识”——“
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有了这种
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了”[15]时的场景。而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这些又表现为：他
在论证中国叙事学的可行性时有从历史角度进行考量，回望中国自身传统、思索研究叙事学的各种可
能性时也均是由源头展开的；他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做法，把中国叙事学的
考察范围由“短时代”放大到“中时段”甚至是“长时段”，等等。当然，傅修延教授也并未轻视共
时性研究，他采用谱系式的研究方法，建议中国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别能显示中国叙事谱系的对象
；他在论中国自身的叙事传统和叙事模式时，和国外叙事传统和模式予以了比照，同时对它们之间交
流影响的情况展开了分析，这些都可作为从共时性层面予以考究的例子。也就是说，对中国叙事学进
行考察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全书采用了历史诗学的研究方法，又包含文化考古的视野。既有共时层
面，又有历时层面，而且还是多线并进的，即以历时性为主要，以共时性为穿插的纵横贯通式的研究
。其次，调查范围之旁征东渐。历时性考察中国叙事传统，将中西比较放在“长时段”内，实际上就
将中国叙事学的调查范围扩展了开来。扩展调查的方向与规模一方面与两次回望所应吸取的经验，及
建立中国叙事学的必经之路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傅修延教授自身的学术研究之路有关——由修习英语
专业、世界文学专业、文艺学（比较文学）专业到中文古代文学专业，“向西方学习又回到东方
”[16]。在具备了中外文化视野以及扎实深厚的学理功底之后，他将目光汇聚于中国的叙事传统之上
，从源头追溯中国叙事传统及其与后世的互涉情况。此外，傅修延教授对家乡的眷恋、对大自然的一
贯热爱，使得他倾注于对叙事文本的感受和体验，格外重视于乡土传说在内的传统叙事。傅修延教授
曾回忆到他生命中的每个起点都被涛声召回江边，而最令他惬意的事就是“坐在俯视万家灯火的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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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那原是信江书院所在地），聆听万古如斯的信江涛声。那涛声的节律应是我在吮吸天地精华时
所熟悉的，或者说那节律原本就是生成我心律的泰初之音，我在那山头上感到别处所没有的泰然、松
弛与自在，犹如回到了生命中最初的‘黑甜乡’”（《涛声依旧信江流》）[17]。由此，笔者觉得，
对声音的敏感并将听觉叙事纳入叙事学领域，将地域文化、地方性知识包括在调查的范围之中都来源
于他“心律泰初之音”的呼喊，这也是是钱钟书先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尘”
、陆九渊“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的使命所在。再次，研究范式、观念之
拔新领异。在采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方面，由于意义系统的变动不居的——“没有哪种途径是进入
其中的‘主要入口’，更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入口”[18]，傅修延教授特别强调研究范式的不拘一格。
它包括对既定范式、观念进行转换、裂变以及革新。具体来说，表现在：通过“对读”和“深描”发
现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挖掘背后的文化差异转换研究范式。书中将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视为一个有
机整体，将民间四大传说视为互涉文本（“互文”），从“意义之网”上择其与瓷有密切关系的五点
展开讨论均为践行“对读”和“深描”研究范式的生动说明。通过对叙事既有观念（叙事的本质“叙
述事件”、卷入叙事的行动等）的重新思考，挖掘人们所忽视甚至并未引起警觉的叙事观念。书中对
“含事”器物的考察、由“演事”的口传叙事引发的思考、揭示促发卷入叙事行动能量的静态叙事功
能、注意到中国的听觉叙事传统等发现均呈现出观念之裂变趋向。“地方性知识”的介入更是加剧了
这一裂变活动，落脚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本土出发探索出受一方水土滋养的叙事观念和研究范式。
书中对源于家乡的两则乡土传说——羽衣仙女传说和许逊传说进行的考察便是一例。而有了“地方性
知识”的介入，研究范式和观念则更显新意——既脱离西方的理论话语，研究的范畴不是系统抽象论
，而是具体切合实际的，这也为走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诚然，以上三点都
是共同起作用，相互影响着的，它们一齐展现出傅修延教授张弛有度、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如果说
，上述三点可以被视为对中国叙事学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次“重听”，那么，全书十三章则表现为
上述方法论指导意义下，对经典文本与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听”，亦即对那些特别能显示中国叙事谱
系的对象文本的一次“重听”，便于为大家今后的研究起示范性地作用。此外，笔者认为，诉诸于听
觉渠道的叙事研究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在傅修延教授所念兹在兹的
叙事学事业当中，仿若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的。故而，笔者将从“倾听”这一行为出发，就与听觉叙
事相关内容试谈一二。将“听觉叙事”纳入叙事学研究范式之中，是基于两次回望的结果。一方面，
相对于西方而言，我们的叙事传统中更为重视从听觉渠道体悟经典，由听觉感知角度展开叙事研究是
符合我国叙事学研究与理论革新的；另一方面，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高度依赖视觉渠道，导致了视觉文
化的过度膨胀，严重挤压了其他感觉方式，从“听觉叙事”这一概念进入叙事学领域更符合当下叙事
学研究现状。因此，叙事的“听觉转向”可被视为展开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叙
事学》一书中，傅修延教授就曾对听觉叙事的精蕴及产生原委进行了探索。他先从听觉叙事的研究意
义和独特魅力讲起，为我们提供了听觉叙事的两个研究工具——“聆察”与“音景”，揭示了听觉叙
事的表现形态——声音时间的摹写与想象，表明了听觉叙事研究的重要任务——“重听”经典。其中
，傅修延教授强调，“重听”并不是简单的侧耳倾听，而是要根据其生成语境来考量的，这是因为不
同时代的人们对声音的敏感和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即听声之“耳”、“听”的对象与方式各异。然而
，不管“听取”的行为与结果是否相同，傅修延教授一再强调“重听”经典的主要目的在于感受和体
验，这正如卡迪·基恩所说到的“通过声学的而非语义学的阅读，感知的而非概念的阅读，我们发现
了理解叙事意义的新方式”[19]。其实，“重听”这一举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伴随在傅修延教
授朝斯夕斯的叙事学研究之中。譬如，该书第四章通过研究青铜器上的“前叙事”倾听青铜器上“那
原初意义的簌簌细响”时，从青铜器上的纹/饰，尤其是文字出发，感悟到音乐舞蹈的韵律节奏；从
纹/饰的形成方式编/织，尤其是最具有“织感”的纹样出发（“不断向左右扩展的二方连续和向四周
扩展的四方连续”），联想到《诗经》中那些回环往复的歌咏。而这经由感悟的联想并非是无缘由的
——“青铜礼器和乐舞是周代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者的队形与礼器上铸出‘一唱三叹’般的
纹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周代青铜器制作水平有较大提高，铭文中也可是出现铿锵协律的韵句，‘
美文’和‘美器’的相得益彰，召唤着乐舞与纹饰的相得益彰，这可以看成是扩大了内涵的‘一体无
分’”，即这种联想受音乐、韵句、纹饰图画“一体无分”的影响，其中乐音（韵律感和秩序感）是
贯穿始终的。[20]又如，该书第八章研究赋与古代叙事的演进时，论赋的铺叙方式“极声貌以穷文”
亦体现出了听觉渠道对叙事的形成与传播的作用。我们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看：从赋的成形过程来看
，赋之根是“深扎在通过俗赋反映出来的古老韵诵传统之中的”；从赋的传播方式来看，它是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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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诗”的吟诵方式（“用当时流通语对官府采集的民歌进行转述”，是无需音乐伴随的口头传播）
，“即使在‘赋’壮大为一种重要的书面文体之后，声音传播仍是它在人际间传递的一个重要渠道，
其听觉审美特性并未完全失去”；从文学表现形态上看，“赋”本质上采用了铺叙的叙事艺术范畴，
一旦发挥到极致，则会“全方位地表现其声貌行迹”等等。[21]而在该书的第九章研究外貌描写的叙
事语义时，同样贯彻了对声音的关注——“仔细揣摩‘音容笑貌’这一表达方式，可以发现古人往往
把‘音’与‘笑’看得比‘容’与‘貌’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传神拟态中必须要有欢声笑语的参与⋯
⋯”[22]。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考察民间四大传说时对孟姜女哭长城这一诉诸于声音的动作“
哭”的关注；由羽衣仙女传说想象某位眼神不好的报告者导致了该传说的缘起，又从当地船运要道利
于故事传播（人际间的口口相传）使得这个传说自动生成，等等。无论是声音在叙事文本中的功用，
还是听觉渠道于叙事的传播与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无一不指向了傅修延教授在声音方面的敏感与对
听觉叙事的重视。总之，笔者所说的“重听”与倾听既包括对中国叙事传统的重新“聆听”，又包括
对具体某一文本（单个文本或多个文本的组合）的再度“聆听”，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重听”与倾听
，也是对经典文本的“重听”与倾听。无疑，由听觉渠道引发的一系列观念变革与范式创新，是极具
振聋发聩的穿透力和行动感召力的。而由“听觉”角度“反哺”叙事学乃至其他学科这一想法的萌发
，与傅修延教授对故土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敬畏有着密切关系。他曾在《赣文化论稿——留住我们的
集体记忆》中这样写道：“故乡之行在我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充电’，我获得抚慰，休整与补充，
我变得目光明亮身轻如燕，精神上整个焕然一新”（《涛声依旧信江流》）[23]；“人类应该稍稍压
抑一些对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与狂妄，在伟大庄严的世界面前，我们要有恰如其分的前辈，
对和人类一样拥有这个世界的其他生灵，我们要有一些起码的尊重。这种卑恭和尊重，能使人更好地
品味生活和体验生命——毕竟我们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感受来和这个世界肌肤相
亲”（《阿猫出走以后》）。[24]正是这种思家归乡之心，和“与世界肌肤相亲”“万物一体”的生
态思想之运作，才使得“每一事物：一棵树，一所房屋、一座山，一声鸟鸣都献出千姿百态，不同凡
响”[25]的胜境，也才孕育出了脚下富于人文关怀的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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